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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现代新儒学“开出说”的理论困境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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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历史困境的解构性认识和近代“中体西用”“西
化”思潮与现代社会危机的反思基础上，熊十力通过“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建构，实现了

传统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进路的现代重建。他的“内圣外王”思想也成为现代新

儒学“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文化纲领的理论原型，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枢纽性

的意义。但是，自熊十力以来，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在“外王”层面却建树有

限，因为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在客观历史实践层面的解决。只有回归现

实生活世界，在现代生活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才能真正地开显出

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生活实践的维度，应是现代新儒学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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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为回答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现代新儒学
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重要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现代新儒家
第二代学人明确提出“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想文化纲领。这一纲领的理论原

型，则应上溯到现代新儒家开宗人物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但学界对熊十

力“内圣外王”思想的已有研究，主要是从人生论、境界论、政治观或经学观等角

度展开的，从现代新儒学思想文化纲领的角度尚未有集中的探讨。因此，联系现

代新儒学的历史发展，从其思想文化纲领的角度对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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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进路与时代内涵作一全面梳理，对于深入认识熊十力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

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理论困境和未来走向，都将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

一、传统儒学“内圣外王”历史困境的解构

儒家思想的社会统治地位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封建王朝的覆灭，遭到了否定

和弃绝。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熊十力再建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进路，首

先与他对这一思想进路历史困境的解构性认识密切相关。

在中国思想史上，“内圣外王”最早由《庄子·天下》篇提出，此后在学术思

想的历史演变中，这一观念逐渐成为儒家思想及其精神义理的最高概括。

按照“内圣外王”观念来理解儒家思想，在逻辑进路上就是“外王”以“内

圣”为本，以“内圣”统摄“外王”。这种由“内圣”而达致“外王”的逻辑进路，也

确是孔子以来儒学发展所彰显和强调的基本进路。在孔子自己“仁—礼”结合

的思想学说中，就是以“仁”统“礼”，以“礼”践“仁”。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为政》）、“修己以安人”（《宪问》），正是由“仁人”“君子”道德践履的“内圣”

开出安邦治国的“外王”路线的体现。孔子之后，孟子提出“性善”，强调由“不忍

人之心”推致“不忍人之政”，进一步强化了由“内圣”而“外王”的思想路线。但

汉唐时期，居于官方地位的儒学注重强调统治者的“圣王”地位和儒学的礼义教

化作用，使儒学的“内圣”精神受到削弱，由此引发了注重心性修养的佛道思想

的活跃。作为佛道思想发展的反动，宋代理学家在批判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

重建儒家的心性之学，恢复和强化了由“内圣”的心性之学开出“外王”的理想社

会的思想进路，并最终使“内圣外王”成为完全儒学意义的思想术语。

然而，由宋至元、由明至清的历史现实则是宋明理学的“内圣”学不仅没有

开出“外王”的显赫事功，反而一再使汉民族沦落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并在

近代直接遭遇西方的侵略和奴役。历史的客观逻辑似已宣告了传统儒学由“内

圣”而“外王”的思想逻辑的空幻与破灭，新文化运动更以追求西方的科学与民

主为方向，号召“打倒孔家店”，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之道”给予了历史性否定。

但是，熊十力并不认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思想取向，对于宋明以来传统儒

学“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历史困境，也有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取向者的独特

洞见与理解。

熊十力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内圣”学的根本精神是“体用不二”，但由于

专制制度的影响，“体用不二”的“内圣”学在秦汉以后暗匿不彰，并深受此后佛

老“耽空滞寂”的本体论的不良影响，从而导致“外王”层面中国社会长期的停滞不

前。对此，他说：“中国自汉以后，始则道家阴夺儒者之席，继则道与佛合流，久则

佛法普遍于社会，二千余年来学术思想与政治社会各方面一切凝滞不进，此其原因

虽不一，道与佛偏彰空寂虚静之本体论，其影响确不良，则不可忽而不加察也。”〔１〕

至于两宋诸儒，熊十力认为，他们虽号称上追孔孟以排斥佛法，但由于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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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佛教势力，“遍布中夏，而且植根甚深。中国民族之精神生活中，殆无不为

佛教精神之所浸渍。”“两宋诸儒承其流，自不得不有所吸收，故其绍述孔孟，乃

一意发明心性，及注重终养工夫，以与诸禅师相抗”“于是扬儒之赤帜以拒佛。

其全副精神，只注于此。”这种“心性之学，实与孟子理会稍近，于孔子太远隔

在。”因此，“宋儒名为宗孔，实去孔甚远。名为复兴儒学，实不窥儒者之大

体。”〔２〕正因为宋儒心性之学不窥儒学“内圣”大体，因此，也就无法开出相应的

“外王”事功了。

通过对佛道“耽空滞寂”本体论的批判和宋明儒学“半倾佛化”〔３〕思想实质

的揭露，熊十力指出，宋明儒学之所以“外王弱”甚至无“外王”，不是“内圣”开

“外王”的思想路线出现了问题，而是宋明儒学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把握

孔子“内圣”学的精髓，在“内圣”上出现了问题。在错误的、欠缺的“内圣”学之

上自然开不出理想的“外王”事功。因此，重新确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内圣”学才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正确、圆满的“内圣”学基础上，“外王”事功自然如期而至。

由此，熊十力对宋明以来儒学“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历史困境实现了理论解构。

二、晚清与民国时代社会思潮的反思

熊十力对宋明以来儒学“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历史困境进行理论解构，为重

建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进路扫清了思想障碍，而晚清以来“中体西用”与“西

化”思潮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社会危机，则是推动他重建儒学“内圣外

王”思想进路的现实根源。

晚清时期，无论是龚自珍、魏源等改良派人物，还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

派，以至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基本上都强调维护儒家传统的“内圣”之学。在

“外王”方面，虽然他们关于“用”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主张在“用”的层面吸收

西学。这种观点以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最为典型。但是，“中体西用”是在

中国儒家的“内圣”之道上嫁接西方科技与民主的“外王”之学，实际是对西方文

化的机械移植和外部输入，科技和民主的“外王”与儒家的“内圣”之间并没有内

在联系，在理论上就有诸多问题。后来严复就批评其如“以牛为体，以马为

用”〔４〕，乃不通之论。因此，要真正赶超西方，就必须摆脱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机

械移植，因为这样的“外王”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将干涸与枯竭。只有将

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建立在中学自身根基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所以，熊

十力说：“南皮（即张之洞）欲采西学，其意自是。惜其以中西学，判为一体一用，

未免语病耳。中学既具其体，即有其用，而用有所未尽者，则取诸人以自广可也。”

民国时期，“中体西用”论固然失去了市场，但否定传统的“西化”思潮同样

没有取得多少积极的效果。对此，熊十力总结说：“慎勿轻言西化也。凡人绝无

自存自立之道，而予以东施效西子之颦，则未有不败者也。吾自少至老，眼见清

末以来，国人一意自卑，而毁其固有。……西化之真，无从移植得来。固有之长

早已舍弃无余。”〔５〕而且，“创新者，不是舍除其所本有，而向外移来人家底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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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与创，分明不是一回事。故为全盘外化之说者，是太消灭自家创造力，自暴自

弃之徒也。……创新必依据其所本有，否即空无不能创。”〔６〕

通过对“中体西用”与“西化”思潮的反思，熊十力认识到，要发展科学、民主

等“外王”事功，就必须摆脱对西方文化的机械移植，而要将民主、科学的“新外

王”建立在中国文化自身根基即儒家“内圣”学基础之上。以“内圣”学立基，再

学习西学的“外王”事功，就不是机械的移植，而是“吸收西学以自广”，这样既可

引发中学中“未始不具，只未发展”的“西洋各种学术之端绪”〔７〕，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又可使引发的科学、民主等“外王”事功成为立基于中学之体上的必然

发用，从而实现有源而不竭、有本而不匮的真正发展。

其次，熊十力重建“内圣外王”的思想进路也是他反思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

西方工具理性膨胀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的重要结果。

近代以来，西方虽在科学与民主等工具理性层面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

工业文明也导致了现代人形上信仰的迷失和人文意义的解构，缺乏道德理性主

宰的物欲嗜利的膨胀性发展酿发了严重社会问题，以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人

间惨祸。因此，一战以后，中国思想界关于西方科学、民主等工具理性已经出现

了新的思考。这种思考的重要结果就是对儒家“成德之教”的“内圣”学的重视。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前后种种败德的熊十力，对此有深切体认。他说：“灵台既

蔽，一切学说，皆逢恶之媒，一切政法，皆济奸之具。”〔８〕这种认识在二战中进一

步强化。他说：“今日人类渐入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返

本求己、不知自适天性所必有之结果。吾意欲救人类，非昌明东方学术不

可。”〔９〕他认为，西方工具理性的发展却导致人类步入自毁之途，根源上正是西

方“内圣”学不识“本心仁体”的缺陷所致，因此，只有在传统儒家“本心仁体”的

“内圣”学基础上，发展科学、民主等工具理性，才能实现中国与人类社会走向理

想的太平大同世界。这一“内圣”而“外王”的思想方向，不惟是中国历史和民族

文化的发展方向，更是人类历史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对此，他说：“吾胸之

所主与其所趋向，要在明先圣之道，救族类之亡，亦即以此道拯全人类，此吾六十

余年来所提撕警觉、尝以之自熏而唯恐失之者也。”〔１０〕

正是在深刻反省晚清以来“中体西用”与“西化”思潮的偏颇与谬误基础上，

面对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而人文价值失落的严重危机，熊十力才重新确立了

传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思想进路，希冀通过矫正宋明以来传统儒学“内

圣”学的缺陷以重建儒家的“内圣”学，进而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推进中

国与人类社会的新发展。

三、“内圣”开“外王”思想进路的现代重建

重新确立传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思想进路，首先就需在理论上重建

儒家的“内圣”学，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出“新外王”的理想事功。

重建儒家的“内圣”学，这就是熊十力“体用不二”的哲学本体论建构。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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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辛亥革命后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苦究本体，相继撰著了《新唯识论》文言

文本与语体文本，完成了以“体用不二”为旨趣的“本心”本体论的哲学构建。他

认为，“体用不二是内圣学之渊奥”〔１１〕，是孔子“内圣”学的根本精神。只有在

“体用不二”的“内圣”学基础上，“外王”学才能真正确立。

通过“体用不二”的“内圣”学建构，熊十力会通中、西、印哲学思想，融合形

上学、宇宙论、人生论与知识论于一体，熔铸出一个内涵丰富且极具思辨的“本

心”本体范畴。

首先，他“直指本心，说为宇宙实体”，认为“体非外在”，而“是吾身与天地万

物所同具的本体”〔１２〕，具有合内外、一天人，融实体与主体为一的特征。其次，

“本体真常。”但“真常以本体之德言，非谓本体是兀然坚住法。”它“绝不是恒常

不变，离物独存”的，而是显现为无穷无尽的大用流行，是“德性有常，德用无穷

尽”〔１３〕，合变易与不易、存有与活动、绝对的真常性与健动的创生性为一体。最

后，“本心”本体还融存有、知识与价值于一体。它既是大用流行的宇宙存有实

体，又是具有癤明性的自明自识的认识主体，即“智体”“明智”，更是一清净无

染、至善至诚的“明德”“良知”而为一价值实体，所谓“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

法尔清净本然。”〔１４〕

具备以上诸多内涵的“本心”本体，在其大用流行的展开中，就必然具有了

发展民主、科学以至实现太平大同社会的“外王”要求。

按照熊十力的理解，主体只要在实践中实证“本心”本体，那么作为“本心”

本体真常恒德的昭显，实证本体的“内圣”人格就具有了独立、平等、自由、博爱

等新时代的道德品质。因为独立、平等、自由、博爱，都是“本心”本体真常恒德

的昭显。对此，他说：“道德有其内在的源泉，即本心不容已处是也，即天性是

也。”而“人类的天性，本是无待无倚的。故独立不倚者，天性然也”；“天性上无

物我之分，故无恃己侵物，亦无蔑己毁性。故平等者，发于本心之不容已也，天性

也”；“天性本来自在，本来洒脱，于一切时，于一切处，无有屈挠，是谓自由”；“天

性上本无物我分之，自然泛爱万物。故博爱者，本心之不容已也，天性也。”〔１５〕由

“本心”本体的独立无倚、无物我之分、内在主宰和万物一体之仁的德性德用，熊

十力论证了民主政制所需要的独立、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品质。与此同时，

“本心”本体又是“智体”“明智”“是为一切知能之源”〔１６〕，在大用流行中其“智

周万物”的德用昭显又赋予了发展科学知能的必然要求。因此，通过“本心”本

体德用的阐发，熊十力塑造了在传统儒学的道德理性统摄下融独立、平等、自由、

博爱与发展科学知能为一体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在实践上也就必然要实

现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了。

因此，《新唯识论》“本心”本体论建构的完成，虽然在形式上仅仅完成了传

统儒学“内圣”学的重建，但由于“体用不二”，“内圣”之“本心”本体必然开显为

大用流行的“外王”事功，因此，“内圣”学的重建已内在的蕴含和设定了民主与

科学的“新外王”事功的开显，在理论实质上已经宣告了传统儒学“内圣”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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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进路现代重建的实现。

但传统儒学毕竟包含着“内圣”与“外王”两个不同层面，要彰显全体大用，

还需在“内圣”学之上进一步阐释“内圣”与“外王”间的义理关联以及“外王”学

的具体内容，从而完成“内圣外王”相统一的儒家哲学在现代背景下的全幅重

建。因此，当１９４３年熊十力完成其本体论走向成熟的《新唯识论》语体本之后，
即着手《读经示要》的撰述，开始了由“内圣”向“外王”层面的理论转进。

在《读经示要》中，熊十力提出了儒学的“治道九义”，即“以仁为体，以致知

格物为用，以诚恕均平为经，以随时变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

于礼义；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裁成辅相，参赞位

育之盛。”〔１７〕九义“是贯穿群经，明内圣外王之大体，以救治西洋之弊而亦融西洋

之长。”〔１８〕其中，第一义，“仁实为元，仁即道体，亦名本心”，属于“内圣”学；其余

八义则是立于“内圣”学之上的“外王”学内容。总之，“从一元处，演之为治化。

……全人类相生相养，无有不均，和之至也。而大同太平之治成。”〔１９〕５０、６０年
代，他在《原儒》等著述中继续阐发儒家“外王”学，虽然这一时期的“外王”学内

容打上了阶级性、革命性等时代色彩，但要求在本心仁体发用下发展“致知格

物”的科学和“群龙无首”的民主政制以至实现大同太平的理想社会等内容与

《读经示要》是始终一贯的。

实际上，熊十力阐发的这一“外王”学内容，在根据“体用不二”的“内圣”学

构建所塑造的理想人格中早已得到逻辑必然性的确立。对此，他并不讳言。在

《读经示要》等晚年著述中他多次强调，孔子儒学的全体大用即“内圣外王”。内

圣是解决宇宙人生诸大问题的“成己”之学，外王是解决社会政治诸大问题的

“成物”之学。“实则内外不可分，己与物本一体。”〔２０〕但是，“内圣实为外王之

本”〔２１〕，“成己即赅成物”，因为“成物极乎天地位，万物育，而圣学之全体大用始

彰。故言内圣必兼显外王。”〔２２〕

由此，通过《新唯识论》“体用不二”的“内圣”学构建和《读经示要》等“外

王”学阐释，以“内圣”为“外王”之本，以“立人极”的理想人格成就“外王”的理

想事功，熊十力将传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思想进路再度恢复起来，认为

从“体用不二”的“内圣”学出发，个体生命只要实证“本心”本体，就必然具有独

立、自由、平等、博爱与发展科学知能的理想人格，从而实现科学、民主与太平大

同的“外王”事功，继宋明儒学之后展开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大本大用的全

幅重建，对中国以至人类的未来发展作出了具有丰富的历史与现实内容的创造

性回答，在理论体系上真正奠定并开创了“现代新儒学”流派的发展方向。

四、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现代新儒学作为２０世纪产生的力图用传统儒学来融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
的学术思想流派，“内圣开出新外王”是它的思想文化纲领和历史使命。回顾现

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正是这一思想纲领的理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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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着奠基与开创性的关键意义。

２０世纪，“复兴儒学”的最初方向始自梁漱溟。他在新文化运动的西化思潮
下，挺身为孔家抱打不平，认为对待和学习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是“批评的把中

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

题”。“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

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２３〕。这种以孔家的精神全盘承受科学和

民主的观点开启了现代新儒学在儒家“内圣”学之上实现科学与民主的“外王”

理想的致思方向。但是，梁漱溟只是提出了这一方向，并未完成理论上的真正建

构。因为按他的“意欲”说文化哲学，中西文化是不同路向的文化，在儒家“内

圣”学的人生态度上去承受和实现另一种完全不同路向的文化所开出的科学与

民主的“外王”果实，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

抗战时期，冯友兰推出了“新理学”体系。他说：“新理学是最玄虚底哲学，

但它所讲底，还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底要素。”

但是，在具体内容上，“新理学”的“内圣”学接续程朱理学的传统，强调达到“极

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天地境界”，这种圣人人格“经虚涉旷”而

“廓然大公”〔２４〕；“外王”学则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东西之分，“不过是古

今之异”“就是社会各种类型的不同”。中国应像西方一样通过发展实业从“以

家为本位的社会”进入到“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２５〕。这种“外王”学并不能从

儒家“内圣”学中逻辑地引申出来。所以，“新理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是

一个“内圣”与“外王”的外在结合“之道”，与传统儒学强调从“内圣”中开出“外

王”的思想进路仍有间隔。

因此，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真正在理论上承接传统儒学由“内圣”而“外

王”的思想进路，通过儒家“内圣”学的重建而逻辑地引申出民主、科学的“新外

王”的时代要求，是熊十力通过《新唯识论》的“本心”本体论建构实现的。对于

熊十力来说，“本心”本体作为一能动创生的生命实体，其仁智合一、真善双彰，

发用流行必然成就民主政制与科学知能，并最终达致天地万物一体的大同太平

之治。正是熊十力的这一思想进路在理论体系上真正奠定并开创了现代新儒学

“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学术流派方向。

熊十力之后，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在他开拓的思想方向上进行了丰富

和发挥，５０年代后明确将这一进路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并以此作为儒学
第三期发展的关键和思想文化纲领。对此，牟宗三说，儒家心性之学揭示的道德

精神是贯穿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推动历史，贯穿历史，而历史

亦即为其实现之过程。”“其基本核心决无关于封建，亦无所谓新旧。它只是在

此以往的发展中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来。但是……它注定要在历史发展中

完成其自己。以前没有开出来，将来都要开出来。这里绝对没有不兼容的地

方。”〔２６〕

当然，在开“外王”的具体方式上，与熊十力认为从儒家“内圣”学直接开出

—６８１—

学术界２０１７．１·学者专论



民主与科学不同的是，牟、唐等第二代新儒家已不再认为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在中

国文化中古已有之，他们认为不能由传统的“内圣”学直接开出“新外王”，而必

须要有一个转折。对此，１９５８年唐、牟等联名发表的标志现代新儒家学派正式
形成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了“暂忘”说，认为在政治与知识活

动中，道德主体可暂时退后一步，忘却其自身的主导地位，以成就政治与知识主

体，从而实现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而牟宗三的“良知

自我坎陷”说，则成为现代新儒学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最具理论意义的成果。

牟宗三认为，传统儒学的道德理性与西方文化中科学、民主背后的知性分解

精神有巨大差异，因此，不能由儒家心性之学直接开出民主与科学，必须变“直

通”为“曲通”，亦即“经过一个曲折”“转一个弯，而建立一个政道，一个制度，而

为间接的实现”〔２７〕。这就要求道德良知实现自我否定，即良知“自我坎陷”，使

“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解理性”〔２８〕，与物无对的德性主

体即可转出与物有对的知性主体，使具有知性分解精神的科学与民主得以安立。

“良知坎陷”说，在坚持熊十力“内圣”开“外王”基本进路的同时，又回应了梁漱

溟关于中西文化不同路向的思考，实现了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外王”的思想综

合。以“良知坎陷”说为枢纽，牟宗三晚年通过消融康德哲学，开出了两层存有

论的哲学体系，丰富了“良知坎陷”说的哲学内涵，使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达到了

一个全新的理论阶段。

纵观２０世纪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在熊十力的思想进路和理论构建
基础上，牟宗三等人才明确揭示“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一现代新儒学发展的思想

文化纲领，标志着现代新儒学流派的正式形成。熊十力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

的这种枢纽性的地位与影响，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说：“熊十力……在传统文化的

现代转化过程中，创辟了一个重要的路向，开启了现代新儒学这一重要的思想流

派。”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师”；“在２０世纪的中国
哲学中，……实扮演了一个中心的角色。”〔２９〕

五、余论：“内圣开外王”的理论困境与未来走向

近一个世纪以来，熊十力、牟宗三等两代新儒家学者致力于“内圣开外王”

主题的构建，试图以儒学为主导来回答中国实现现代化以至人类社会的发展问

题，但诚如部分研究者所言，“事实上他们留给后人可资借鉴的却只有本体论意

义上的人生哲学”〔３０〕，在“外王”的社会历史领域并未取得多少成果。虽然牟宗

三和他的弟子们一再强调“科学和自由民主不是哲学家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大

家的事情。”“这不能单靠新儒家，尤其不能靠屈指可数的新儒家学者。……这

个问题是大家的问题，是全民族的问题，是历史运会的问题。当代新儒家能从哲

学上疏导出一条通路，祛除思想观念上的纠结与困惑，便已尽到本分的贡献

了。”〔３１〕但在经世致用的“外王”层面，现代新儒家建树有限也是不争的事实。

牟宗三以后的第三代学人在坚守儒家内圣心性之学普遍价值的同时，更多

—７８１—

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述论



地关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和拯疗作用，对于“内圣开外王”已较为

谨慎，认为儒学的真正复兴有待于未来。然而，“新儒家前途之是否光明，关键

在于能不能解决他们所谓‘新外王’的问题。”〔３２〕这是儒学能否复兴和走向现代

形态的中心问题。那么，“外王”层面成果甚微的原因何在？“内圣开出新外王”

的思想进路是否存在客观的有效性？正如研究者所言，现代新儒学“最活跃的

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具备了从根本上反省与认识这个学派的条件。”〔３３〕因

此，从理论奠基者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出发，对这一学派的核心纲领作一

批判性的剖析和检讨，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理论困境和未来走向就

显得颇为必要。

黑格尔曾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３４〕熊十力的哲学

同样是这种事后重构的“猫头鹰”哲学的智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下，作为

一个中国人，他切身地感受到要摆脱屈辱落后的现状，就一定要从停滞衰退的中

古世界走出来，一定要发展科学知能与民主制度；而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他从

西方社会，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目睹了拥有科学与民主的西方世界所带来的

人类自毁的巨大隐患。正是在对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这种认识基础上，熊十力在

思想观念层面上将现代中国以至人类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民主以及人与自然、人

与人的和同俱化的理想要求规定为本体的先天的、绝对的属性，由此，在理论逻

辑上，本体显为大用，“内圣”就必然会开出“新外王”，从而实现一个在“本心仁

体”的道德理性统摄科学与民主的工具理性下的人类理想的太平大同世界。

但是，对“内圣”开出“新外王”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在客观

历史实践层面的解决。恰恰相反的是，人作为一种有限的具体存在，无时无刻不

处在与自然万物、与社会中的他者相对待的形限之中。只有在社会历史的具体

实践中，人才能最终认识到他不仅是一具体的有限的存在，也同时是一普遍的无

限的存在，从而突破其形己之私，将具体有限性和普遍无限性的本质统一起来。

所以，将宇宙人生的理想追求熔铸为真善美合一的形上本体范畴，并在这一理念

中生长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世界，虽然其间有着哲学形上学构建以及关于东西

文化认识的深刻睿智，但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则不在于如何在形上的高度将人

的“内圣”的道德本性独断地设定为无所不包的本体，也不在于如何由这一独断

的本体从逻辑中“直通”地引申或“曲通”地“暂忘”“坎陷”出“新外王”的理想世

界〔３５〕，而在于如何由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去证成我们建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

人的和同俱化的理想世界所需要的道德理性上。理念世界只有回归到现实的生

活实践的沃土中，才能真实地生成“内圣”的理想人格以及“外王”的理想社会的

硕果。〔３６〕正因为熊十力及其后学致力于观念层面的逻辑建构，而遗失了观念层

面赖以确立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前提，因而就不可能实现它所追求的社会目

标。这就难怪张汝伦先生批评说，按照熊十力的“内圣”学证得宇宙生命本体，

“是否能‘在人生日用间提撕人，令其身体力行，而至于知性知天’，是大可怀疑

的。”“作为生活的学问和理论，……它的理论重心，应该在那个体道证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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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该在具体实践的历史———社会的人上，而不是在形而上学独断的设定的所

谓‘本体’上。……因此它根本无法加深我们对于自身存在的认识，而只能是空

疏的形而上学玄想。”〔３７〕

现代新儒学要真正主导中国现代化以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就一定要步入

生活世界。若认为绝对圆满的“本心仁体”不是逻辑的“假定”，而是真实的“呈

现”，那么，这一至真至实的绝对圆满的道德理性就一定要分化。唯有分化，道

德理性的绝对统一性才能成为活生生的实存而有。这种分化不是思辨层面的观

念分化，而是实践层面的真实分化。只有道德理性实现在此岸世界的真实分化，

个体生命才能在具体多样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中证成道德理性的绝对普遍性

的永恒贞常的存在。传统儒学的生命力不在于知识形态的构建，而在于在人生

日用的生活世界中证成具体普遍性的存有。这也是同为新儒学阵营的梁漱溟晚

年批评熊十力的原因所在。梁漱溟说：“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不可等同于今人之

所谓‘哲学’”。假如熊十力不是“癖好着思想把戏”“以哲学玄想自雄”，而是

“踏踏实实反身用功，循着儒家路子萃力于践形尽性之学，可能成就得大不同于

今天。”〔３８〕同为新儒学“三圣”的马一浮，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熊著之

失正坐二执二取，鹜于辩说而忽于躬行，遂致堕增上慢而不自知。”〔３９〕

梁漱溟的批评也许过于苛刻。因为恰如牟宗三所说，处在近代西方学术强

势东来的时代背景下，借鉴西方学术观念来阐发儒家思想确是维系和弘扬儒家

学术必不可少的工作，“不得动辄以‘只是解悟’而薄之。”〔４０〕但是，继熊、牟新儒

学之后，现代新儒学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在思辨层面上转换、重

构与完善儒家“内圣”学，以及如何实现由“内圣”向“外王”的转换，而是回到梁

漱溟与马一浮晚年反思所指引的生活实践的方向，并突破传统儒学工夫论的视

域限制，在现代社会具体多样的实践领域中重建儒学践履与修养工夫的问题。

这也是牟宗三自己强调的“此‘如何成为（圣贤）’的全副过程之说明，即是哲学

家的终极工作”〔４１〕所必然蕴涵的一重要关节。只有回归作为存在本身的现实生

活世界，在日用常行的现代生活实践的具体展开中，个体生命“内圣”的理想人

格与“外王”的理想社会才能得到不断地历史性生成，并呈现“内圣”与“外王”

相互交融而内外贯通的创生与实现历程。这一生活实践的维度，应是后牟宗三

时代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关键方向。只有在这一维度的深入沉潜与耕耘中，在民

族历史文化传承的现代实践中，传统与现代才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儒家的“内

圣”心性之学才能真正地开显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事功，实现儒学复兴与

现代转化的历史使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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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１９〕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３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０１－

８０２，５６４、７３８，５６３，６２４、１０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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